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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29 ：全球化與宣教 (七)
葉大銘

本期開始探討全球化與宗教。宣教中宗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全球化帶來宗教什麼影響？世俗化是否全球的現象？如果這樣，宗教是否漸漸消失？如果不是，宗教仍然存在甚至復興有什麼原因？不同宗教的共存帶來什麼後果？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也是很複雜的問題，在這幾期只可以簡單的論述。

通常討論全球化與宗教時候，就會從世俗化開始。但是其實全球化與世俗化沒有直接的關係。只不過現代全球化開始時最大的推動力來自西方，當時西方是處於現代化時期，所以將現代化帶至全球。世俗化就是現代化的一個產品，所以也藉著全球化傳至全球。並且世俗化並沒有帶來宗教消失。因此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開始探討全球化與宗教，然後才論到世俗化。在這期我會從布迪厄 (Bourdieu) 的場域論和羅拔臣 (Robertson)的場域論來探討。
全球化與宗教場域
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是法國知名的社會人類學者。場域 (field) 是他的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場域是一個網路，一個社會行動者 (social agent) 或制度參與的社會空間。在這場域內參與者用不同手段、競爭來爭取資本 (capital)、地位、價值等東西，因此形成有些參與者享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會憑著權力來限制其他參與者爭取資本、地位、價值等東西。
就好像象棋棋盤，有一些棋子比其他棋子更有權力和更重要。因此場域有兩種含意。第一，場域是權力的場域。第二，在場域裏有不同等級和不同權力，參與者的關係是掌權、服從或平等。

場域的邊界線不一定是清晰的，在乎參與者的權力較量的後果，可以擴大或減少。所以場域是鬥爭的場域。

有很多不同的場域，例如政治場域、經濟場域、宗教場域等。每個場域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和架構，但是所有場域都是權力的場域，有高級和低級，有掌權的和服從的，有鬥爭爭取資本地位等。

因為場域是權力的場域，所以政治場域是最重要。而在現代社會裏國家制度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場域的參與者。
從這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帶來的轉變。全球化沒有令全球取代國家，但是削弱了國家的影響力，所以我們不單要考慮國家性的場域，也要考慮全球性的場域。

在宗教場域裏，既存宗教制度為了保護自己的主導地位和資本，就排斥壓迫新來的宗教。有很多排斥的手段，從意識形態方面標榜新來宗教是迷信、異教或邪教，或是妖魔化為魔術妖術。
例如基督教傳來中國時，被士大夫標榜為洋教，不是中國人的宗教，藉此阻擋國人信主。在日本也是一樣，基督教是被標榜為西方宗教，不配合日本人的和魂，引致只有少數日本人信主。排斥手段甚至包括與政權攜手壓迫新來宗教。例如中國政府列一些不被承認的宗教（包括一些基督教教會）為邪教，因而排斥與打壓。
我們可以按著以上的概念來看全球化與宗教的關係。宗教的全球化帶來全球的宗教場域。全球化對宗教的影響是複雜模糊的，以下幾點說明：
1.
全球的宗教場域

如果一個宗教成為全球化的宗教，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影響力會影響國家的宗教場域，衝擊國家的既存宗教，這些宗教便要採取適應的方法。
後果包括宗教復興，或原教旨主義興起，或國家宗教成為全球化（例如日本的佛教、日蓮教、創價學會等），後期會更詳細討論這幾點。這影響也改變國人對這宗教的接受程度。這可以是好或是壞的，如果帶來好印象，便更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是壞印象，便更難接受。
2.
全球化帶來的宗教機會

全球化削弱了國家的影響力，但是並不是說普世的人都容易接受新來宗教，包括基督教。不過如果某個宗教因為在國家的宗教場域裏受到攔阻排斥，當全球化削弱了國家的影響，攔阻力會相對減弱，使更多人接受這宗教。例如那些因全球化成為跨國人(transnational) 可能更容易成為基督徒。
有很多人在原生國家裏不會接受基督教，但是移居西方或去西方留學時便成為基督徒。
3.
全球的宗教場域和國家的宗教場域的互動

在全球的宗教場域裏，某宗教為了適應而改變信仰和制度。這些改變可能帶來這宗教在某國家裏的衝擊。另一方面，這宗教在某國家的情況也可以帶來這宗教在全球的宗教場域裏的衝擊。有關這方面，可以藉著羅拔臣 (Robertson)的場域論來明白。
全球化與宗教的互動

羅拔臣 (Robertson)的場域論不如布迪厄的場域論，不是用來作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而是用來說明在全球化下自我與全人類、國家和全球的關係。

在這關係中，全球的社會（組織）和全人類對自我越來越重要。例如個人的身份不單在乎與國家的關係，也在乎與全人類和全球的社會的關係，有很多人受全球的流行思潮和生活方式影響，並且以跨國公民作為自我身份。另一方面，國家的社會也與全球的社會互動，在身份上和運作上接受全球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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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關係也適用於宗教。華爾堡 (Warburg) 根據羅拔臣的場域模式提出雙層式全球場域模式 (the dual global field model)。第一個全球場域是自我 – 全人類 – 國家性社會 – 全球性社會，第二個是自我 – 全球信徒 – 國家性宗教團體 – 國際性宗教團體。這兩個場域都與自我有互動關係。很多宗教有國家性社會和國際性社會，信徒不單認為自己是國民，也認為是屬於普世信徒群體。在某情形下他們的思想行為像國家公民，但在另一情形下他們的思想行為卻像全球公民一樣。下圖就表示這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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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全球化之前，自我通常不會與全人類和全球性社會互動，因為國家代表了自我。但是現代全球化的後果就是個人自我可以直接與全人類（藉著不同媒體）和全球社會互動。

這個模式可以幫助我們明白全球化與宗教的關係。一個好例子就是基督教的聖公會。聖公會源自英國，從羅馬天主教脫離出來成為英國的國教，所以原來純屬英國的宗教。但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海外宣教，今天全球都有聖公會，並且大部分的信徒是在主要世界， 特別在非洲。近年英國聖公會考慮接受同性戀者為會友，並且按立同性戀者為聖職人員。但是非洲的聖公會非常反對，因為他們的信徒人數占全球聖公會的大部分，所以在全球聖公會會議裏否決了英國聖公會的提議。這個國家性宗教團體與國際性宗教團體的互動，影響了全球信徒和自我（個別會友），也帶給國家和全人類不同影響。在道德自由化的西方國家，可能很多人不認同，但是在保守的主要世界，這卻是被歡迎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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